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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超效率 DEA 模型测算价格支持政策时期大豆 TFP的基础上,使用 DID模

型分析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的净效应及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

抑制了大豆 TFP的有效提升,但存在结构性差异,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改善大豆 TFP;价格

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产生的抑制作用持续性并不强;价格支持政策形成“消极生产率效应”
的作用路径是其未带来有效的收益激励,财富水平和市场扭曲抑制了豆农改善生产要素配

置状况的积极性.考虑到短期内无法缩小同玉米单产差距的实际,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若

不能给予农户稳定的收益预期,则对改善 TFP的作用不应过高估计.为此,在大豆生产者

补贴政策调整和修正的过程中应加强系统的战略设计,由单一化的补贴激励转向多元化的

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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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逐渐构建起以“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临时收储政策、目标价格制度”为核心的粮食价格支持政

策体系,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政策实施期间,粮食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
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然而,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以来,四大粮食作物唯有大豆增产缓慢,２０１６年

前的近３０年其产量一直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万吨范围内波动.２０１７年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后大豆

产量突破１５００万吨,并呈现缓慢增长态势,２０１９年大豆产量已达１８１０万吨,但仍只占需求量的

１６．９７％,２０２０年进口大豆已破亿吨.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并以

“扩面、增产、提质、绿色”为目标实施大豆振兴计划;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提高大豆亩产水平.
大豆产量的有效增长已刻不容缓,但生产要素的过度消耗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粮食增产能

否可持续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１].在“绿色发展”的指引下,未来大豆的增产方式,必须实现由粗放

型向绿色生态型转变.我国农业污染的本质上是生产要素配置与绿色发展的失衡,在国际市场冲击

和国内资源条件刚性约束下,实现大豆增产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无疑是缓解大豆增产与生态保护之间

矛盾的必然选择,而提高大豆全要素生产率(TFP)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２].
价格支持政策对农业 TFP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一种观点认为,价格支持政策可以

正向激励农民土地、资本、技术、时间等要素的配置水平,进而提高 TFP.高鸣等基于动态资产贫困

理论,探究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小麦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补贴政策会通过提高农户的要素

配置水平对小麦生产效率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对受资产约束更为严重的种植户而言[３];朱满德等同

样得出收入类补贴会促使农户提高要素配置水平,从而提高产出效率的结果[４];罗光强等认为粮食补

贴政策对发达地区粮食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要强于贫困地区,长期性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效率



的影响要强于短期性[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价格支持政策对 TFP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廖进

球等考察了临时收储政策对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临储政策”的实施会激励农户过量施用

化肥等不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要素并过度消耗农业资源,从而抑制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６];贾娟

琪等以小麦最低收购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发现,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

之间小麦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生产技术进步,而政策的积极影响并不如预期般显著[７].那么,
始自２００８年对大豆实施的价格支持政策会对我国大豆 TFP造成哪些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有助

于提高大豆 TFP? 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又有哪些? 如何通过当下及未来的政策引导大豆生产率的提

高? 回答这些问题对完善现行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提高我国大豆 TFP、促进大豆增产方式的绿

色转型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TFP的测算本质上是要素投入产出的效率,价格支持政策干预下的供需市场不平衡发展加重了

生产要素资源错配,给 TFP造成巨大损失[８].朱喜等、陈训波和李晓阳等分别从不同切入点探讨了

市场扭曲对农业 TFP的影响,均发现如果消除资本和劳动市场的扭曲,农业 TFP仍然存在较大的增

长空间[９Ｇ１１].但已有关于政策对 TFP影响的研究,较少关注市场扭曲这一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

市场扭曲纳入政策对 TFP影响的考察中,从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构建“政策激

励———要素配置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路径,并以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４年为分界点,检验两阶段

价格支持政策的结构变化.

　　一、政策演变与研究假说

　　１．大豆价格支持政策的演变

表１　大豆临储价格和目标价格

元/千克

年份 临储价格 年份 目标价格

２００８ ３．７０ ２０１４ ４．８０
２００９ ３．７４ ２０１５ ４．８０
２０１０ ３．８０ ２０１６ ４．８０
２０１１ ４．００ ——— ———

２０１２ ４．６０ ——— ———

２０１３ ４．６０ ——— ———

２００８年,在粮食大丰收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

粮价大幅下跌,粮价倒挂,进口大豆占据了定价话语权,
空前的大量进口逐渐由填补国内供给缺口的初衷转变

为对国产豆的替代.东北地区接连出现“卖豆难”现象,
为保护豆农利益,国家开始对东北地区实施大豆临时收

储政策.该政策是以“高买低卖”的方式稳定市场价格,
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大豆的真实价值,也正是利用

这一“扭曲”来平抑价格波动,实现“反周期调控”的目

标.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这一政策偏离了“临时”的初衷,逐渐成为刺激大豆生产的工具.政

府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连续四年提高临储价格,累计增幅达２４％(见表１).在销售市场上,随着进口豆

大规模涌入国内市场,国内大豆市场价格屡创新低,托市价格并未及时作出调整,顺价销售极为困难,
大量的大豆积压在仓库,财政开支连年增加.总体来看,临时收储政策虽然短期内提高了豆农收入,
但由于“高库存”和“高进口”的负外部性,大豆的比较收益逐年降低,豆农的利益并未真正得到保障.
最终,国家在２０１４年改大豆临时收储政策为目标价格制度.

用目标价格制度替代临时收储政策,降低了政府的库存压力,改变了过去“进多出少”的状况,有
效缓解了“三高”的局面[１２];由于降低了政策干预对市场的扭曲,市场价格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激活,农民能够更大程度地参与到市场中.但不可否认,虽然目标价格制度较临时收储政策对市场

的干预力度较弱,但托市作用释放的价格信号同样造成了财政负担加重和企业成本高企[１３];受国际

粮价持续低迷的影响,目标价格的设定很难保证符合市场规律及农民的收益预期,大豆增产效果较为

有限;目标价格制度具有反周期补贴的调节性质,市场价格越低,财政支出额度便会越大,不确定的财

政支出对我国财政实力提出了挑战.为解决上述问题,２０１７年我国大豆改为生产者补贴政策,将大

豆价格完全交付市场,彻底改革了大豆价格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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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研究假说

图１　资产约束下的农户生产选择

(１)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的影响.价格支持

政策对 TFP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价格补

贴的直接影响;二是通过市场扭曲的间接影响.

①直接影响.索洛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假设农户

当年的储蓄会全部转化为投资,且时间偏好、技术水平

和政策约束等条件均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农户对生产

要素的不同配置会形成两条差异明显的 TFP曲线(T１

和T２)[３,１４].当资产较少时,农户的农业生产条件相对

落后,要素配置水平相对较差,便会形成相对较低的 TFP曲线T１;但随着农户通过财富积累或抵押

贷款的方式使资产增加,其对诸如土地、机械、人工以及农资等要素的投资能力和配置水平便会有所

改变,这种改变往往带来TFP的改善,即随着农户资产的增加,农业TFP也会提升.曲线T１和T２形

成的均衡点为E０,此时的资产为A０,当资产超过A０时,农户便会选择 TFP最优的曲线T２进行农业

生产.然而,由于受到资产的约束,农户往往只能选择曲线T１的 TFP水平进行农业生产,价格支持

政策便是通过降低农户生产经营风险、稳定并增加农户资产水平以及促进农户生产投资的方式推进

TFP曲线向T２移动,一些学者将其称为价格支持政策的财富效应和保险效应[４,６].若曲线T１和T２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静态不变的,农户便能够通过明确的目标改善自己的资金条件和要素配置.但

从长期来看,曲线T１和T２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农户很难形成稳定的预期,导致 TFP并

不一定能与资产积累同方向变化,而价格支持政策通过价格导向形成的预期效应便会在此时发生作

用[６].因此,价格支持政策便是通过财富效应、保险效应和预期效应影响A０左边的农户,从而提高农

业 TFP.
价格支持政策似乎必然改善 TFP,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当政策的财富效应、保险效应和预期效应

对农户的引导作用较强时,农户往往会受预期收益和过去种植决策的影响,连年种植政策支持的作

物,由于耕地得不到应有的休养,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生态功能退化,自然生产力骤减[１５].就东北地

区“肥沃”的黑土地而言,由于粗放的耕作方式和较低的轮作程度,黑土腐殖层已由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

６０~７０厘米下降到如今的２０~３０厘米[１６].在利益的驱使下,农民会进一步加大要素的投入力度,最
终形成“支持政策实施———农户加大投入并连年种植———生态功能退化———农户进一步加大要素投

入力度以提高产量———资源透支严重”的恶性循环,而这一恶性循环制约了 TFP的改善.因此,由于

资源约束效应的存在,财富效应、保险效应和预期效应引致的要素投入可能会带来 TFP的损失.

②间接影响.价格支持政策会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市场价格扭曲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 TFP产

生影响:首先,市场价格扭曲会加重生产环境的污染程度,资源约束效应凸显,不利于生产要素配置状

况的改善[６].葛继红等发现国家在农业生产中的价格管制会造成市场扭曲,而后者会激发农业面源

污染物的排放[１７];杨航英将市场扭曲分解为资本市场扭曲和劳动市场扭曲,发现前者会持续加剧环

境污染,而后者则是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过程[１８];其次,市场扭曲会阻碍技术进步.一方面,市场扭

曲后,部分企业因成本过高而退出市场,市场竞争力减弱,余下企业较少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风险系

数较高的创新研发工作[１９];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价格与价值产生偏差,政策干预下的市场扭曲会导致

技术研发后的低价无法弥补虚高的成本,阻碍新技术溢出与扩散[２０];Christer进一步证实了市场扭曲

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从而提高 TFP[２１];最后,市场扭

曲易于影响农户的进入和退出.目前对市场扭曲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的研究较多,众学者认为由于

要素的成本虚高,导致高效率的企业无法真正进入市场,从而降低 TFP[２２];作为利益的追求者,农户

同样会根据自己的预期收益制定生产决策,并且更倾向于依靠政策的价格导向调整种植结构,由此导

致经营动机的短期化,不利于 TFP的改进[９].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１: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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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的滞后效应.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的影响并非是政策实施

后瞬间产生,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在一项新的政策实施后,农户会做出种植决策,即改种该作物

或调整该作物的要素投入,由于受到资产的约束,这种短期调整对 TFP的影响并不明显.但随着政

策的实施,农户的财富得到积累,种植经验和管理水平有所提高,政策对 TFP的影响才会变得显著.
以价格支持政策的资源约束效应为例,政策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会发生在当期,而且具有较强

的影响惯性,如过去的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政策对环境的影响状况会决定现在的环境污染程度,
表现为时间维度上的“叠加效应”,即如果上一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高,那么当期的环境污染程度有继

续走高的可能性.可见,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后对 TFP的影响可能不是短期的,而是持续的.基于以

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２: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的影响理论模型见图２.

图２　价格支持政策对TFP的影响理论模型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１．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一项政策的实施导致某些地区受到较大影响,而其他地区没有受到影响,或影响较小,那么该项

政策的实施可以类比为自然实验中对实验对象的“处理”,所产生的效应便是处理效应,导致各相关主

体或环境发生变化的事件被称为“自然实验”或“准自然实验”.考察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的影

响便是一种准自然实验,较为传统的做法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一般的回归方法进行分析,但这些

方法并不能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无法有效甄别政策的实施效果.兴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双重

差分方法(DID)基于“自然实验”,通过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可以客观衡量制度变迁或新政策实

施对经济体的影响,避免政策作为解释变量时产生的内生性问题[２３].基于此,本文采用 DID方法考

察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的影响,将政策实施地区作为“实验组”,其他地区作为“对照组”,“对照

组”的 TFP变化反映了除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之外的其他共时性因素的影响,将“实验组”前后的 TFP
变化减去“对照组”前后的变化,便可得到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影响的净效果.具体的模型设定

如下:

Yit＋１＝β０＋β１did＋θk(S×∫(t))′＋φj∑Control＋αi＋γt＋εit (１)
式(１)中,被解释变量Yit＋１为后一年的大豆生产效率值(Tfpt＋１),一般认为,在政策作用下会影

响下一年的备耕;did 为政策效应变量,即政策实施地区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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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αi 为个体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个体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γt 为时点固定效应,用来控制某一

时刻影响大豆 TFP的因素;β、θ和φ 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

Control表示影响大豆TFP 的其他因素:①灾害率(DR),作为衡量当地自然灾害状况的指标,
一般认为灾害率越高越不利于大豆生产;②灌溉率(Irr),作为衡量农田质量的指标,一般认为灌溉率

越高农田的产出水平越高;③农户文化程度(Edu),作为衡量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农民的文化

程度越高,对农业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就会越大;④市场扭曲指数(Dis),作为衡量大豆市场扭曲程度

的指标,本文认为市场扭曲程度与大豆TFP 呈反比;⑤第一产业占比(Agr),作为衡量当地农业经

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一般认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生产要素的资源禀赋及农户的生产经营

和管理水平相对较高,越有利于农业产出.此外,为避免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干扰,本文对上述绝对

值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并进行稳健性估计.
虽然DID可以克服政策作为解释变量时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但政策本身的内生性问题依然不能

忽视,即政府在选择政策实施地区的决定性因素可能与模型扰动项相关,导致结果出现偏差.为此,
本文参考贺超飞等的做法[２４],进一步控制影响改革试点地区选取的核心变量———政策实施前的大豆

播种面积(S),具体做法为选择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各省份大豆平均播种面积进行控制.并在此基础

上做如下处理:首先,假设政策实施前的播种面积对大豆TFP 的影响在政策改革前后具有相同趋

势,控制政策实施前的播种面积与政策虚拟变量post的交互项(post＝１为价格支持政策实施期间,
否则post＝０);其次,假设长期影响呈现非线性时间趋势,控制政策实施前的播种面积与时间虚拟变

量t的三阶多项式的交互项.

２．数据来源与核心变量测算

本文主要考察２００８年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后大豆TFP 的变化,但由于DID模型需要政策实施前

的样本数据作为对照,因此,本文主要选取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

(政策实施地区)和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非政策实施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这些省份

的大豆播种面积占全国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在８０％以上,具有代表性.测算大豆TFP 要素投入的数

据主要源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控制变量的数据主要源自«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大豆TFP 和市场扭曲指数的测度方法如下:
(１)大豆TFP.数据包络模型(DEA)是分析TFP 最常用的方法,但传统的 DEA 模型测算的

TFP 值仅能在０~１之间,当决策单元(DMU)较多时,可能会出现多个TFP 值为１的情况.１９９５
年,Anderson将传统DEA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了超效率DEA模型(SEＧDEA),能够对处在前沿面上

的决策单元(DMU)测度更为精确.因此,本文采用SEＧDEA 模型对大豆TFP 进行测度,具体的表

达式为:

minθ－ε ∑
m

i＝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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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s

r＝１
s＋

i( )[ ]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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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式(２)中,θ为DMU的TFP 值;Y 为产出矩阵,主要为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X 为投入矩阵,主
要包括每亩种子、人工、机械和化肥的用量等;λ为决策变量;s为松弛变量.

遵循价格支持政策效应在DID模型中的思想,本文将１１个省份按照政策实施地区和政策非实

施地区划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并按政策实施前(２００８年以前)和政策实施后(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以及被

生产者补贴政策替代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统共分为三个阶段.基于SEＧDEA模型计算出的结果,表２
展示了三个阶段对照组和实验组大豆TFP 均值的变化情况.由差分结果可知,政策实施前实验组

的大豆TFP 均值比对照组高０．１２２６,而实施政策后,两组的差值缩小为了０．０５５３,生产者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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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期间,差值又扩大为０．１４３２.从内部结构来看,“临储”时期两组差值明显小于“目标价格”时期.
这就意味着,在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后,政策实施地区大豆TFP 的增速可能受到抑制,且“临储”时期

的抑制程度要强于“目标价格”时期.但这一变化是否是由于政策变革引起的,还需通过后文的实证

分析加以检验.
表２　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前后大豆TFP 的均值变化

变量 组别

价格支持政策
实施前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价格支持政策期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生产者补贴
政策时期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大豆TFP 均值
对照组 ０．９０５２ ０．９８４９ ０．９３４１ ０．９６８０ ０．９１８９
实验组 １．０２７８ １．０４０２ １．０５５９ １．０４５４ １．０６２１
差分 ０．１２２６ ０．０５５３ １．１２１８ ０．０７７４ ０．１４３２

　　(２)市场扭曲指数.由于现有数据中并没有大豆市场扭曲指数的相关统计,因此本文参考史晋川

等[２５]的方法,使用 TrangslogＧSFA① 估计出投入产出弹性,然后利用投入产出弹性(MP)与大豆市场

价格(P)②之比计算大豆市场扭曲指数,之后通过测算出的产出弹性(MP＝∂lnY/∂lnXi)进一步求出

各地区的大豆市场扭曲指数(Dis).一般认为,市场扭曲会导致产品的边际产出价值不同,在价格支

持政策的干预下,大豆市场的扭曲往往会抑制大豆市场价格(P),因此将抑制大豆真实价值的扭曲记

作大豆市场扭曲,其具体的公式为:

Disit＝MPit/Pit (３)

　　三、结果分析

　　１．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 的影响

(１)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 的平均效应检验.基本估计结果如表３(１)所示,在不考虑控制变

量的情况下,大豆的TFP 较政策实施前平均减少了３．１９％,这一估计结果可能会出现偏误,为了剔

除其他因素对模型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灾害率、灌溉率、受教育程度、经济增长变量、
市场扭曲指数等变量,并分别控制前文中设定的两个假设条件,如表３(２)和表３(３)所示,在不同的时

间趋势特征下,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 的负向影响均扩大至８％以上.
表３　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 的影响 N＝１７６

变量
Tfpt＋１

(１) (２) (３)
Tfpt＋２

(４)

did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８７８∗∗∗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８２５∗∗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４１３)

Dis —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２)

政策实施前的播种面积×post —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０５５)
—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０６１)

政策实施前的播种面积×t — —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

政策实施前的播种面积×t２ — — １．２４e－６∗∗∗

(２．７０e－７)
—

政策实施前的播种面积×t３ — — －７．５７e－８∗∗∗

(１．９４e－８)
—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２ ０．２００９ ０．５６８８ ０．５７７０ ０．５０２４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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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投入产出变量同本研究.

为避免物价指数的干扰,此处的价格已用各地区大豆生产者价格指数平减(以２００１年为基期).



根据表３(２),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使大豆TFP 平均减少了８．７８％,即平均而言,价格支持政策

抑制了大豆TFP 的有效提升,这和前人的研究结论并不相符,如高鸣、王欧等和 McCloud等分别对

小麦、粮食和奶牛TFP 进行了研究,发现农业补贴政策均促进了TFP 的提升[２６Ｇ２８].之所以得出与

上述学者相反的结论,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受大豆价格连年下行以及相对单产增速不高的制约,价
格支持政策并未能缓解农户的资金约束,从而阻碍TFP 曲线由低位向高位移动,财富效应和保险效

应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其次,受国际市场和比较收益的影响,价格支持政策未能有效提高豆农连年

种植大豆的意愿,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期间大豆播种面积持续下降,由２００８年的

９２２．５４万公顷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７０４．９９万公顷.２０１４年的目标价格制度改革虽然使黯淡的大豆种植

前景稍有回暖,但终究由于“目标价格”没能符合豆农的预期而使大豆种植面积再次下降,２０１５年已

跌至６８２．７４万公顷,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状况更是无从谈起;第三,正因为价格支持政策激励农户连年

种植大豆的效果极其有限,作为与大豆相竞争的玉米便成为更受农户青睐的种植作物,而改种大豆往

往是由于轮作的需要,这就意味着,对资源消耗更大的玉米连年种植可能恶化了大豆的种植环境,资
源约束效应得以发挥作用;第四,市场扭曲的系数值显著为负,证明了前文中关于价格扭曲对大豆

TFP 产生负面影响的判断.
(２)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 影响的结构变化检验.以２０１４年为节点,分析临时收储政策和

目标价格制度两种价格支持政策影响大豆TFP 的异质性.由表４(１)和(２)可知,当不考虑其他解释

变量时,临时收储政策对大豆TFP 产生了负向影响,而目标价格制度的系数值并不显著.在引入其

他解释变量加以控制后,两种政策的实施均对大豆TFP 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影响差异较为明显.临

时收储政策时期对大豆TFP 的影响为－０．０７６４,而目标价格政策时期仅为－０．０１９３,说明临时收储

政策在向目标价格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对大豆TFP 的影响有了明显的改善.
表４　结构变化检验结果 N＝１７６

变量 (１)临时收储政策 (２)目标价格制度 (３)临时收储政策 (４)目标价格制度

did －０．０２１４∗∗(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７１(０．０３６２) －０．０７６４∗∗∗(０．０３０５) －０．０１９３∗∗(０．００９４)

Dis — — －０．０１９９∗∗∗(０．００６９) －０．０１８９∗∗(０．００８９)
政策实施前的播种面积×post — — ０．０３４７∗∗∗(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２６(０．００３５)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２ ０．１８６８ ０．１９５４ ０．６１１２ ０．４８１７

　　综合来看,之所以目标价格制度能够减弱对大豆TFP 的抑制,原因在于:一是目标价格制度降

低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计量证据也证明市场扭曲的负面影响的确减小了;二是目标价格制度改

革减少了政策支持的中间损耗,即政府将原本由粮贩和粮食收购站攫取的利润直接补贴给了农户,提
高了农户种豆预期.但为何目标价格制度对大豆TFP 的影响依然为负,从实地调研来看,目标价格

标准调整不及时且大豆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加重了豆农种豆的担忧,而在这一时期政府对玉米和水稻

的支持力度较大,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豆农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的积极性.
(３)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 的滞后效应检验.本文将滞后两年的大豆TFP(Tfpt＋２)作为被

解释变量,进一步检验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 滞后两年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３(４)所示.政策的

实施对滞后两年的效率值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说明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

TFP 的影响并未产生持续的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市场扭曲的力度逐年减小.不仅目

标价格制度削弱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且２０１７年的生产者补贴改革更是彻底放开了市场,市场

扭曲系数值不显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此观点;其次,虽然种植结构扭曲一度使粮食产量连年增

长①,但在２０１６年发生了转变,国家开始强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减玉米的种植面积,给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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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等相对低产的作物一线生机,在２０１９年更是提出大豆振兴计划,政策重心开始向大豆倾斜.总体

来看,大豆 TFP呈现向好的趋势转变.

２．价格支持政策影响大豆TFP的路径

为了进一步识别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 的影响,本文将 Hayes[２９]提出的调节效应模型引入

DID中,构建如下所示的双重差分调节效应模型:

Yit＋１＝ω０＋ω１did×Pathit＋ωj∑Control＋αi＋γt＋εit (４)
式(４)中的Path 为路径变量,包括财富效应和保险效应(RI,以下统称财富效应),主要用当年的

大豆收益表示;预期效应(Exp),主要用当期大豆和玉米价格之比表示;资源约束效应(Res),主要用

大豆和玉米的种植面积之比表示,此处参考钟甫宁等关于棉农种棉决策的模型设定,采用相对种植面

积前三期的移动平均数[３０];市场扭曲(Dis),即前文测算出的大豆市场扭曲指数.
表５　价格支持政策影响大豆TFP 路径的检验结果

自变量 (１) (２) (３) (４)

did×RI －０．００７５∗∗∗(０．００２６) ——— ——— ———

did×Exp ——— －０．０８６５∗∗∗(０．０３６９) ——— ———

did×Res ——— ——— ０．０３００(０．０４７４) ———

did×Dis ——— ——— ——— －０．０２３４∗∗∗(０．００７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点固定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１７６ １７６ １７６ １７６
R２ ０．５６６６ ０．５６５５ ０．５４７６ ０．５６６６

　　表５列出了影响路径的检验结果,价格支持政策时期,财富效应、预期效应以及市场扭曲均对大

豆TFP 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预期效应最为严重,即大豆与玉米的比较收益严重制约了大豆

TFP 的有效提升.大豆和玉米的合理比价一般被认为是２．５∶１[３１],但不论是“临储”时期的平均价

格４．０７元/千克,还是“目标价格”时期的４．８元/千克,均低于有竞争力的大豆支持价格,这一结果意

味着,在彻底放开市场后的今天,市场价格势必会出现下行,生产者补贴标准如何制定,如何提高豆农

的比较收益成为激励农户种植大豆以及提高TFP 的关键;财富效应在改善大豆TFP 的过程中发挥

消极作用,制约了部分地区农户对高质量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高科技农机具的使用.在吉林省调

研了解到,价格支持政策造成的种植结构扭曲通过农机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现阶段改种大豆

的积极性,虽然２０１７年改大豆目标价格为生产者补贴,大豆补贴额度相较玉米高出约２００元/亩,但
较为完备的玉米农机具和较为欠缺的大豆农机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农户改种大豆的阻碍;市场扭

曲的系数值显著为负,与前文分析一致,但随着生产者补贴政策的改革,大豆市场扭曲程度将会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３．稳健性检验

表７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名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treated２００１ ０．０４３９(０．０４９９)

treated２００２ ０．０３０５(０．０５０７)

treated２００３ ０．０１２６(０．０４９４)

treated２００４ ０．０２００(０．０４９２)

treated２００５ ０．１００７(０．０８１０)

treated２００６ －０．０２７８(０．０４９６)

treated２００７ ０．０４６０(０．０３８９)

(１)平行趋势检验.DID方法最重要的一个假定前

提就是“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要具有“平行趋势”,即
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在大豆价格支持政策改革

前应没有显著性差异,能够保证研究结果并不是由政策

实施前的其他因素所致.结果如表７所示,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的检验结果并不显著,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之

间没有明显差异,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具有同质性.
(２)安慰剂检验.为了避免政策干预的随机性以及

排除其它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进一步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黄志平[３２]的做法,假设实

验组被设为政策实施地区提前到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６年,以及推迟到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进行反事实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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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剂检验.由表８的结果可知,无论是将政策实施地区提前设立还是推迟设立,系数值均不显著,说
明大豆 TFP的变化来源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而非其他政策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据此,本文认

为价格支持政策的确是抑制了政策实施地区大豆 TFP的有效提升.
表８　安慰剂检验 N＝１７６

自变量 (１) (２) (３) (４)

did２００６ －０．０１７８(０．０２３０) ——— ——— ———

did２００７ ——— ０．０３７２(０．０２２２) ——— ———

did２００９ ——— ——— ０．００４８(０．０２６２) ———

did２０１０ ——— ——— ——— －０．００１１(０．０２９１)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点固定 Yes Yes Yes Yes

R２ ０．５３７０ ０．５４７２ ０．５３４３ ０．５３４２

　　四、结论与启示

　　价格支持政策是近年来政府调控粮食市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本文使用超效率 DEA 模型和

DID模型,以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全国１１个主要的大豆种植省(市、区)为样本,考察了价格支持政策对大

豆TFP影响机理及作用路径,得出以下结论:(１)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平均而言使大豆TFP 降低了

８．７８％,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消极的“生产率效应”,但这种消极效应在２０１４年后有所弱化,说明价格支

持政策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大豆TFP 的改善;(２)由于市场扭曲被削弱以及补贴重心开始向大豆转

移,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 产生的抑制作用持续性并不强;(３)价格支持政策形成“消极生产率效

应”的作用路径是其未带来有效的收益激励,导致大豆在与玉米等作物的竞争中落入下风,此外,市场

扭曲同样恶化了改善TFP 的环境.
本文的启示:(１)考虑到短期内大豆无法缩小与玉米等作物单产差距的实际,需要持续提高补贴

标准才能够维持政策效果,但持续提高补贴标准在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也极有可能突破 WTO
规定的黄箱政策上限,这就意味着,单纯地依靠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发挥持续提高大豆 TFP的作用

不应过高估计;(２)为持续提高大豆 TFP,未来对大豆的支持方式,应由单一化的补贴激励转向多元

化的政策支持.既然预期收益的降低是政策无法持续改善大豆 TFP的原因,那么为克服大豆生产者

补贴政策的局限性,政策的完善应将重点放在缓解市场扭曲、缓解农户的资金约束、完善大豆种植的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差异化的要素支持政策、加大对大豆相关农资补贴的投入力度、加强大豆种植的

技术扶持等方面.此外,在激励大豆种植的同时,还应将部分注意力投向大豆生产技术研发和产业链

建设上,以产业政策的视角强化大豆生产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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